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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里的农家女》

内容概要

《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是有关20世纪末加入大规模城市流动——包括流动到北京
和其他城市的中国农村女性经验的一项迷人研究。它在深度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试图理解流动者本
身是如何体验流动的。作者集中关注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者，特别是女性流动者的经验，关注她们谈
论那些经验的独特方式，以及那些经验如何影响了她们的认同意识。通过对都市里的农家女的一手材
料的说明，作者提供了关于农村女性与城/乡经验之间如何协调的有价值见解，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影响
她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际关系的方式。《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对于我们理解
社会性别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化与现代化如何在最个人的层面上得到体验的方式，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

Page 2



《都市里的农家女》

作者简介

杰华（Tamara Jacka）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性别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博士。除本书外，还著有《中国农村妇
女的劳动：改革时期的变化与连续》（1997），与人合作主编《人在旅途：女性与当代中国的城乡流
动》（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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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里的农家女》

精彩短评

1、: �
D669.68/4324

2、看完秒懂打工妹之家为何再也不理作者了，作为旁观者都对她给机构人员的评判感到很尴尬，虽
然那可能是「事实」。话语分析很到位，但深刻的另一面是刻薄，谈不上为人处世，至少研究伦理是
有争议的。作为正面和反面教材，都非常值得参考。
3、解读了国家的一些政策，农村和城市的阶级区分和文化隔阂原来如此严重，我们依旧生活得如此
不平等，政策诱导愚弄着大家。
4、毕业论文做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 这本认同方向的都市人类学角度的农民工研究 因为没有其他
同类书可以比较 自觉质量还是不错的 
期待同仁列一个书列 农民工人类学
5、将注意力从结构性的不平等转移到自身的素质提高上，这个角度越来越契合不断变化中自己的思
考
6、本书有部分讲到NGO,NGO的理念如何贯彻是个重大议题
7、理論框架的選用兼顧了性別問題和能動性，對農村敘述的系譜學考察非常扎實。雖然面對類似的
材料，但是和嚴海蓉等人的後結構框架相比解釋力更加靈活。當然，作為左派我還是覺得這裡面少了
些階級分析的味道Orz
8、看完，当时还想买一本，后来忘记买了
9、dominate discourse
10、喜欢第一章中对于官方是怎样操纵媒体掌握话语权，和怎样建造农家女这一主体的分析，赞！
11、我敢说，杰华的这本著作在国内学界绝无仅有。本书的两个最重要分析视角乃是性别与话语，尽
管是以外国学者的眼光来描述和分析中国问题，但是却做的比我们好。
12、很棒！还会多看几遍！
13、通俗易懂，不愧为研究女性与社会流动的好书
14、周晓虹当代中国研究课的参考书。
15、里头的专业术语弄得我头都大了⋯⋯，看不下去了
16、工整，有料。
17、作者只是把他采访的内容汇集在一起，出了这本书．并没有什么很深入或很独特的见解．
18、十多年前的研究了，听说去年再版了，好奇有什么变化。全书工整严谨，绪论的讨论和历史分析
厚重感十足。和其他研究女工的相比也没有恼人的悲情化，即使讨论了主体性
19、假期回家是不是考虑去动批蹲点做访谈去？这绝对是对我来说最省钱省心的fieldwork了。。
20、不要一说打工妹就是中国女工吖，杰华这本比潘毅更接近主体性吖。。。
21、从一个外人的眼光看中国的社会，很有独到的见解
22、读开头蛮期待的，读着读着就没期待了。Anyway，文献整理挺好的，我一辈子都学不会吧⋯⋯
23、田野调查=问卷访谈；理论先行使得作者不断的反思，包括对自我、他者及主体的审视都只是“
深渊的表面”，但如果我们可以把这本书视为一种理论应用的教材则会觉得还不错。
24、四星不足，三星有余。文献综述的比例明显＞田野，内容上不如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又大
量引述。女性主义叙事和批判上又不如《跨国灰姑娘》
25、她们很孤独！“有人说我们出来长见识开眼界的，可是我们在这里哪儿都去不了，每天接触的也
就是顾客，他们吃完饭就走了也没什么交流！”---书中的一个姑娘的话，不是很记得大概是这个意思
。国家话语体系有什么权利去歧视那些为了生活而流动的人口呢？虽然书中的取本比较狭窄，我还是
很感动。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都是局外人，就像每天中午在教学楼大声喧闹的卫生阿姨和大叔们。女生
只有结婚后有了孩子才能获得社会的承认与地位，妇女们开始拥有了自信发出自己的声音。
26、非常好的研究~~强烈推荐！都市人更应该看看，看看身边不同人的不同故事！
27、富有同情心的利用打工妹的经验讲述了当代打工女性的两难和模糊处境，只要体制不变，她们的
命运是不会有根本改变的。
28、福柯的权力话语真是一把好刀，张鹂那书里也用到。比起张鹂还是一个华人学者，杰华作为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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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里的农家女》

西方学者在书中体现了明显的理论先行，这也是张鹂的书读起来更轻松而本书每一章的深描中都夹杂
理论影子包括问卷设计。其实农家女“自己决定”进城打工不见得就说明这和女权意识有多大关系，
不能忽略乡土中国的人情关系与亲朋裹挟，这大概是外国学者所难以理解的吧。
29、写的不错，打破了我对论文的刻板印象。好的人文社科论文有时也可以像写一部小说。这样的论
文可读可看
30、可以说不错了吧
31、很不错的人类学与性别研究专著，理论论述和文本分析结合得很好，既有经验分析，也有理论观
照，作为一本主题性的民族志，的确很好地反映出不同时空中打工妹的生活境遇以及她们对现实生活
的能动回应、想象与实践，这不仅与她们的个人经历有关，同时也嵌入了中国现代性的复杂历程之中
，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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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里的农家女》

精彩书评

1、普遍性压迫及其被遮蔽——读《都市里的农家女》作者：石勇  文章来源：学术中国自“打工”热
潮兴起，世界一直注视发生在中国的最大一次国内人口流动：超过一亿的农民从四面八方涌入因户籍
关系而不属于他们的城市。这种流动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性别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杰
华（Tamara Jacka）的说法，在中国的“现代性焦虑”中，它一直被解读为从“贫穷”、“落后”和现
代化的“边缘”进入到“富裕”、“文明”和现代化“中心”的一场运动。　　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
，农民涌入城市后普遍性地仍然被排斥在城市和现代化的边缘，他们以大大超过中国《劳动法》所规
定的工作时间为代价而获得的工资收入也低得惊人――除了极少数人以外，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挣
扎在贫穷之中。或者不如说，他们涌入城市仅仅是填充了贫民窟的队伍。在另一方面，被城市所“代
表”的“现代化”面对他们时并不是一副“文明”的嘴脸。国家权力层面的制度性压迫、由户籍制度
所支撑并弥漫在城里人精神结构中的歧视观念、政府对血汗工厂提供的保护，常常让他们处于被侮辱
和被损害的无助境地。　　文明与野蛮的交融由此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农民工在城市备受身心摧残，但
在个体观念中却没有拒绝与这种交融“和平共处”的现代化的图景。那么，在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中，
那些其存在最能体现传统与现代的纠缠、其命运最能体现农村打工者的命运、其精神结构最能反映这
个时代变迁的农村打工女性的遭遇如何？这些“都市里的农家女”在城市的生存在诸如精英主义、女
权主义、阶级理论、地域观念等“话语”的解读中是一种怎样的“形象”？她们的主体性建构是否遭
到了城市经验的拆解？她们的话语与城市、现代性的话语的不对等关系揭示出了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什
么样的东西？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杰华的《都市里的农家女》以人类学研究的视角考察
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在北京的一些农村打工女性。《都市里的农家女》力图在对这些妇女在城市生
活的经历和故事进行分析时，揭示出中国社会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　　艰难的主体性
建构　　在以“文革”为主要时段的那些岁月里，中国的农民一度在虚幻的政治和道德优势中体验到
一种虚幻的主体性。但这种被意识形态假象所迷惑的主体性在“改革开放”后便迅速瓦解。农民涌入
城市，由于户籍的深刻制度与观念烙印，他们作为“二等国民”的身份便再清晰不过地暴露出来。事
实上，他们在城里人的排斥和歧视中，已强烈地体验到城乡二元化体制下他们作为政治、社会资源的
“他者”的耻辱性地位。从能把所有的社会阶层纳入社会的价值秩序并加以排序的话语体系上讲，已
经没有一种话语支持农民这一身份。　　很明显，不掌握任何社会稀缺资源的农民涌入城市，注定要
遭遇主体性建构的精神撕裂。在充满优越感和居高临下的城市话语和精英话语中，他们要么是“没素
质”、“不文明”的现实和潜在秩序破坏者，要么是贫穷、老实无知而必须让“有良心”的城里人同
情的“弱势群体”。在极少数的个案中，他们又可以是具有“吃苦耐劳”精神而“打出一片新天地”
的成功者――而这种刻意的塑造乃是以遮蔽城市对他们的普遍性压迫为前提的。杰华提到，这些话语
大量泛滥于中国的诸多媒体中。像《农家女》、《打工妹》这样提供了让打工妹说话的机会并希望能
帮助她们的媒体也不能幸免。　　杰华考察了《农家女》、《打工妹》杂志和“打工妹之家”为打工
女性在城市的主体性建构所作出的努力。一方面，这些既具有体制内背景（妇联）同时又具有一定的
公益组织特征的机构让打工女性发出声音、帮助打工女性维权、资助她们、对她们开展各种培训、组
织她们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力图培养她们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但另一方面，她们所发出
的声音被加以处理，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已失真而像是主流话语假借打工女性的另一种表达；在帮助、
培训中，“城里人”及相对农村打工女性来说是“精英”的人有一个预先的“打工妹素质低”的假设
，在这里实际上只是把她们视为必须接受城市的现代文明洗礼的对象，而并没有承认她们的主体性；
无论是帮助打工妹的城市知识女性，还是那些所谓的“专家”，事实上对打工女性来说都有居高临下
的姿态，他们和打工女性在精神和情感上还是隔膜的；尽管《打工妹》在某个时期也将打工女性的命
运追溯到了国家制度层面，撕开了主流的城市和精英话语的虚伪，但这种追溯不过是黑暗中微弱的火
光。　　总体上看，可以让杰华的问题得到回答：这些机构既让打工女性能够聚集在一起并表现了有
关她们的利益和认同的主体性建构，但更多的只是简单地复制了主流话语的等级制，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又参与了对打工女性主体性建构的拆解。这似乎是一个无奈的困境，因为弱者只能用强者的游戏规
则玩。强者对弱者的帮助固然看起来可以让弱者平等地参与游戏，但帮助本身已受到了强者的游戏规
则的染指，即使它承认弱者的主体性尊严，游戏规则也已经对弱者的“主体性”进行了编码。因此，
弱者必须丧失真正的自我认同而以强者的形象来认同自身。这不独发生在农村打工女性与城里人之间
，也发生在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追问到启蒙的精英话语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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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里的农家女》

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知识精英骨子里仍有很强劲的“启蒙情结”。或者说，基于百年来中国的现状，
“启蒙”已成为中国知识精英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在一个人权屡被侵犯的社会里，知识精英感到
有必要向普罗大众“布道”，用观念的扩散、聚合所形成的强大力量来摧毁这一统治结构。不仅如此
，一些还谈不上是“知识精英”，只不过其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高于底层社会的人，也参与到这样
的“启蒙”之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指责一个非民主社会知识精英及相对来说地位较高的人以其较为
“现代”的思想对普罗大众的影响。对弱者的帮助事实上体现了知识精英的良知。他们所阐述的价值
理念也恰恰是这个社会所缺少的。但我们也有必要注意启蒙话语所形塑的一种不平等结构。　　“启
蒙”意味着一种思想的单向支配，启蒙者不仅获取了话语上的主体性，而且在道德上更比被启蒙者优
越。这种话语结构一旦建立，启蒙者也就对被启蒙者拥有了可以评判其存在价值的权力，他也就必然
对后者居高临下。很显然，被启蒙的民众可以被呼唤去追求尊严，但在这种启蒙语境中，相对于启蒙
者来说他们并没有主体性的尊严。如果启蒙者不能从情感上将自己纳入与被启蒙者一样的存在结构中
，问题就会暴露――后者只要还没有终结自己的身份，其主体性就无法真正被建构出来。　　杰华观
察到，农村打工女性在城市的经验一方面让她们强烈地感到被歧视的“他者”地位，另一方面因城市
的主流话语（特别是关于城市与农村的价值排序）已影响到了她们的精神结构，无形中又让她们进行
自我否定，对农村感到了恐惧，哪怕再穷再苦也要留在城里。这种精神的撕裂是相当难受的。如果她
们在“他者”的现实处境中能够坚持自己的自我认同的话，那么尽管她们的主体性未能在她们与城市
的关系中建构出来，但还保持着精神上的“自我”的完整――然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她们太弱
小了。事实往往是这样：她们一方面在现实中“他者”化，另一方面被迫将具有侮辱性的城市价值观
念吸收进入精神结构中，以这种实质上对自己构成否定的东西来构筑自己新的自我认同。由此，她们
以一个“假自我”来支持自己的心理生存的过程便得以完成。只要她们无力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
假自我”所带来的精神撕裂的痛苦就会一直折磨着她们。而这一点恰恰被给她们提供帮助并对她们进
行“启蒙”的“城里人”所忽视。无论如何，真正的根子是在国家制度层面对打工女性的排斥和“他
者化”，这是群体的一个普遍性的命运。精英话语将重点放在她们个人的突围和对城市的“适应”上
而不是放在这一点，必然会在非法化城市对她们的压迫时，也遮蔽了这种压迫的制度性背景。　　显
得奢侈的女权主义　　在“现代性”的长征中，中国滞后于西方并一直在西方的后面邯郸学步。然而
世界共处于同一个时－空这一点又决定了“超前”并对应于西方的社会结构的思想潮流可以无视具体
的社会语境而被引入中国――尽管它可能只对应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狭窄层面。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所
描述的20世纪末中国的“结构断裂”到现在进一步加剧，中国这个社会空间好象同时容纳了多种社会
形态。在这个奇怪而斑驳，像是由不同的极不谐调的色彩组合而成的社会中，无论是现代主义、后现
代主义，还是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都可以找到它解释和规范的土壤。但是，如果一种理论只对应
社会结构中的狭窄层面，忽视了更具普遍性的深刻的制度性和社会性背景，必然会对真正要加以解构
的东西造成遮蔽。　　杰华作为女性，研究的又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打工女性，其眼睛无论
如何都闪烁着“女权主义”之光。按女权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性别”背后的制度和思想观念乃是
“合法化”女性的从属地位并使她们遭受羞辱的根本原因。从而，争取“女权”就必须向社会的制度
性安排和规定了女性的角色的思想观念开火。在批评《打工妹》上的一些文章所传达出的主流话语时
，杰华认为：“就像《农家女》一样，《打工妹》上的报道尽管对于阶级以及城乡不平等的制度性基
础持批判态度，但是很少注意到社会性别作为中国社会的歧视和剥削现象的一种制度性基础的重要性
。它们假设打工妹由于自身性别，比别的男性民工更容易遭到歧视、侮辱和剥削的风险。然而，打工
妹作为女人的边缘化在这里不是被理解成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等级制和权力关系被彻底性别化了，而是
继续被理解为打工妹自身的一种弱点和易受伤害性。”　　不能说这种女权主义的视角毫无道理。在
中国，因性别差异而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对女性的伤害一直存在。但是，如果把打工妹所遭受到的伤害
归结为社会性别，归结为“社会等级制和权力关系”的“性别化”，则放跑了真正的凶手，并且也无
法解释男－女、城里人－农村人这样的二元对立范畴在发生交叠时的关系划定。杰华想必忘了，社会
性别尽管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分析范畴，但阶级、身份（城里人、农民、富人、穷人等）同样也是很好
的分析范畴，并且，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性别这个分析范畴远不具阶级、身份那样的有效性。在女权
主义的视角中，“女性”作为一个与“男性”相对的集体符号，被天然地假想为是一个共同体，然而
，在中国的现实却是，一个城里的女人与一个农村打工女性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她与城里男人的差
异。事实上，一个城里的女人和一个农村打工女性之间已隔膜到几乎找不到大家在非生理上的社会相
似点。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并且无可否认的事实。别说其它城市女人，就连与打工妹们接触，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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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种帮助打工妹的思想的那些城市女性，比如谢丽华、王老师等，她们基于骨子里的那种优越感也
无法让打工女性感觉到她们是“自己人”。而导致这一切的，恰恰是“城里人”、“农村人”这样的
社会差别。是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和思想观念弱化甚至取消了女权主义的解释和规范权力。　　杰华有
意无意地在书中将打工女性当保姆所遭受的侮辱和包括性暴力在内的暴力伤害归结为社会性别。但是
，打工女性当保姆遭受城里雇主的侮辱和伤害，与农村打工男性在建筑工地、血汗工厂里所遭受的压
榨甚至暴力，在本质上完全是一回事。并没有城里女性和城里男性在相同的境遇中遭到像农村打工女
性与打工男性那样的待遇，这一事实深刻说明侮辱和伤害针对的并不是性别，而是阶级和身份，是“
农民”这样的一个庞大而零散的群体。远不能说农村打工女性当保姆是因为社会性别的差异，而只能
说是生理性别的差异，因为以她们的体质从事某一工作的生理特点，根本不可能像男人那样在建筑工
地等地方去接受别人对自己血汗的榨取。打工男性所被压榨的程度，丝毫不比打工女性轻。作为农民
，他们只是根据生理性别而分别被以不同的方式加以侮辱和伤害而已，试图在他们中间制造一方必须
对另一方的被伤害负责的话语泡沫，将会转移“追凶”的注意力。　　事实上，杰华所引证的很多研
究已经对她的女权主义视角提出了质疑。比如，根据一项研究，在北京调查的604名打工女性中，只
有22.5%接受了母亲健康和计划生育教育，而城市居民中的女性则是100%。用女权主义的话语永远无
法解释为何同是女人，城里人和农村人在享受国家必须提供的这些资源上存在这么强烈的反差。同样
，不用非阶级、非身份的话语，我们也永远无法解释为何农村打工男性比之城市男性没有任何保障、
他们的子女为何不能像城里人的孩子那样可以在由公共财政支撑的城里学校读书。无法否认，社会性
别的差异会在权力关系中显示出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但是，这种以性别话语所审视的不平等比之阶级
和身份差异在国家的制度性安排中的不平等，简直可以忽略。不是性别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而恰恰
是国家根据户口对“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划分并在制度上给予不同的资源分配造成了打工妹在城
市的悲惨命运――她们的悲惨不是因为她们是女人，而是因为她们是农民！在农民内部（正如在城里
人内部一样），男人对女人基于社会性别的某种优势当然存在，但这与打工女性在城市的遭遇并没有
多大关系。反映在打工妹个体身上的压迫因此不过是一个实行类似于“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所施加
给作为制度性歧视对象的群体的压迫的一个缩影。　　作为一个严谨而具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并善于
从信息和材料中寻找有用论据的学者，杰华实际上也观察到了这样的现象：正是由于这种基于阶级、
身份的普遍性压迫的痛切感受，打工女性们都没有认同她们与一般女人（特别是城里女人）共享的、
跨越农村人/城里人或外地人/本地人之分的区别于男人的经验。事实上她们根本不可能具有这样的经
验。和农村打工男性在城市遭遇的侮辱和伤害是因为她们是农民而不是男人一样，打工女性所遭遇到
的侮辱和伤害也被体验为她们是农民而不是女人。那么，不掀掉城乡二元化体制这座大山，并清除一
系列资源分配和法律保护上的不平等，针对农村打工女性来说的所谓的“女权”永远是镜花水月。阶
级压迫和身份歧视在这里已经覆盖了女权主义的话语。在打工女性身上，作为一个农民和作为一个女
人的这两种不同的存在属性具有不同的分量和遭遇，前一种才是开启她们命运的钥匙。在“农民”这
一耻辱性的烙印仍然让她们陷入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地中时，谈女权主义未免奢侈。　　未形成的阶
级意识和社会污名　　既然阶级压迫（作为穷人的农民工）和身份歧视（作为农民的农民工）是农民
工悲惨命运的症结所在，那么随之而来的逻辑构想就指向一种“共同体的抗争”。换句话说，如一般
散沙的农民工普遍感受到的作为一个“农民”的身份及这种身份带来的命运应该成为他们作为一个命
运共同体的联系纽带，他们应该形成“天下穷人是一家”、“天下农民是一家”这样的阶级意识。在
这里，“穷人－富人”、“农民－城里人”构成两对二元化的范畴。但是，在中国，纳入人们的认同
体系的不仅仅有财产状况、户籍，还有地域、社会地位等，它们犬牙交错，相互渗透，在不同的层面
体现出来，以致无法把它们加以分开。某个人在这方面与另一个人拥有相同的存在属性，但在另一方
面他的存在属性却与这同一个人的存在属性是相冲突的。这种冲突使他们无法获得作为一个命运共同
体的体验。　　比如，一个城市贫民，特别是下岗工人，与一个农民工之间无疑都同处社会底层，而
且严格来讲都属于“工人阶级”，但由于一个拥有城市户口，另一个没有；一个享有可怜的福利，另
一个毫无保障，他们之间远谈不上有共同语言。户籍，以及与户籍联系在一起的“本地人－外地人”
区分、城里人歧视农民的观念等在他们之间挖开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一个在城里做生意的富裕的农民
，与一个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之间，尽管本质上“不是一路人”并且存在利益的冲突，但由于他们同
是农民或来自同一个地方，这方面的认同干扰了他们认清背后的阶级关系。处境都很悲惨的农民工按
理应该是最能体验到大家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但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地域认同常常会遮蔽
甚至消解阶级认同。中国情况的复杂已很难让任何一种逻辑自洽的解释和规范话语自如地演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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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杰华所说的，阶级在中国已被特殊主义和地方的等级制彻底撕裂了。她观察到：在城市工人和农
民工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团结，并且两个群体之间争斗倒很常见，他们很少走在一起。但情况还要悲
观，就是在来自不同省份的农民工之间，地域认同也干扰了阶级认同。　　或许这种情况属于现阶段
的特殊产物。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干扰阶级意识形成的地域认同等认同形式不会得到改变。但在目前干
扰阶级意识形成的最大瓶颈莫过于城乡二元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内嵌于权力结构中的城市和精英话
语对农民工的单向指涉并没有把城市工人当成“他们”中的一部分，而是纳入“我们”的范畴。城市
工人无疑受到国家和制度层面的压榨（他们被驱逐下岗就是很好的证明），但他们无疑可以从城市对
农民工的歧视中得到补偿。在农民工面前他们身为“城里人”的优越感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遭受的耻
辱变得无足轻重。人们很容易地从他们身上发现对农民工的厌恶和轻蔑。而这一切恰恰是制度性歧视
以及从话语上对农民工进行“污名化”的结果。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对城市工人的压榨并不客气，
但却通过给城市工人以补偿的方式使城市工人在对农民工的排斥中认同于这一压迫结构。　　不能说
城市和精英话语对农民工的污名化只是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城市对他们的影响的反弹。事实上它是城
乡二元体制的制度性歧视的一个逻辑结果。在城乡二元体制中“农民”已然是一种低贱、不卫生、不
文明、贫穷的象征，在这个社会中价值排序极为偏低。这实际上在观念上已是一种污名化。事实上，
只要一个群体在对社会资源的掌握上，依靠制度和观念的保证对另一个群众具有足够的优势，为了合
法化他们对另一个群体的社会排斥，他们就必然会给这个群体以一定的去道德化。而他们的优势使他
们获得了对这个群体进行“单向命名”的足够权力。在中国，给农民工加以污名化有多种功能：一是
可以合法化城里人与农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二是可以给城里人以一定的心理优势，三是可以通过这
种“身份”的认定割断城里穷人与农民之间的阶级联系。这与一个国家煽动民族主义狂热，让被压榨
的人也可以通过仇视外国或外族而获得补偿，转移甚至消除他们对国内压迫的怒火是一个道理。　　
杰华特别注意到了保姆被强加的社会污名。她认为，这种社会污名部分地产生于家务劳动低身份的联
想，也因为这种职业与极端的贫困和奴役联系在一起。但她没有机会提到诸如《民工兄弟三大纪律八
项注意》这样出自官僚机构之手的给农民工进行污名化的“作品”真是一种遗憾。是女权主义的视角
妨碍了她很好地在这方面进行观察。其实，对农民工的污名化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无论是说他们不文
明、不卫生，还是把他们假想成违法犯罪分子，已经成为城里人下意识的反应。城市对农民工的驱逐
居然由此获得足够的理由。具体到打工女性身上，她们不是无知的弱者形象，就是“鸡”这样在道德
上有污点的人。她们的存在似乎只具有这样的功能：要么只是在较小的层面上用来满足城里人对“我
有良心”的自我确证，要么只是在较大的层面上成为满足城里人论证自己的存在价值并具有道德优势
的一个比较对象。　　有必要指出，在杰华对强加给保姆的社会污名的分析中，她提到，农村来的打
工妹常常试图在她们乡下的朋友和家人面前隐瞒她们当保姆这一事实。表面看来，这似乎是社会污名
也是农民“自我强加”的一个证据，但实际上恰恰反映了城市和精英话语对农民的彻底“观念殖民”
。由于农民的劣势地位，他们没有掌握给他人“命名”的权力，在与城市的交往中，他们只能屈服于
城市和精英话语，并通过城里人对自己形象的认定来判断自身。事实往往是，在价值排序上低的群体
往往无从改变这一价值排序（除非像毛泽当年那样）而只能尽力通过对这种价值排序的认同而往上攀
爬。这意味着他们只能被动接受别人强加给自己的社会污名，为了心理上的生存必须把它合法化，并
且用它来构筑自己的价值判断。这种被“观念殖民”的现实处境和农民工在城市所遭受的污名化都植
根于他们作为“二等国民”的“制度性安排”中。　　这恐怕才是农村打工女性，以及整个农民工群
体在城市的命运的一个准确解释：他们既没有被承认是与城里人平等的权利主体，更没有获得在政治
正义的角度上讲的公民资格。《都市里的农家女》触及了这些问题，这使得它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
实际上可以在我们的解读中导向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哲学的思考。从学术上讲，它对问题的敏锐和对资
料的利用都让人佩服。它截取的虽然只是中国农民涌入城市的一个时间段，在它里面所呈现的农村打
工女性的故事虽然也只是一个个片断，但透过它，在户籍制度未打破情况下农民工涌入城市后的处境
，以及农民工未被承认为权利主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特征（比如血汗工厂）都呈现出来。
2、澳大利亞學者傑華的這部《都市裏的農家女——性別、流動與社會變遷》是一本重點關於女性的
書。它的主體敘述對象是一群生活在中國首都北京的“外來”農村婦女，從上個世紀末開始一直到本
世紀初艱難的生存狀態和所面臨的巨大困境，以及這些一系列社會現象所帶來的思考（傑華2006：2）
。正如《導論》部分——從“邊緣”到“中心”中所說，農民工群體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總體上被
看作是一個從“貧窮、落後”向“富裕、文明”邁進的過程（傑華2006：3）。早在五四運動時期，知
識份子就開始試圖將農村“他者化”，他們試圖將農村塑造成需要摧毀的舊社會的代名詞，同時又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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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農村的田園生活作為質樸純粹精神家園的幻象（傑華2006：36）。而從毛澤東時代延續下來的戶口
問題，則成為城市與農村之間二元對立的根本源頭。雖然市場經濟的出現打破了人口流動的限制，城
市越來越需要來自農村的打工者做許多“城裏人”不願意涉足的髒活和累活（傑華2006：3），但是農
村與城市之間的壁壘實際上已經形成。於是政府以農民的“素質低”為依託（傑華2006：41），將所
謂“流動人口”、“民工潮”等與水相關的代表了流動性的詞作為貶義（傑華2006：44）。雖然農民
工在城市建設方面發揮的積極作用逐步得到肯定，但政策的制定者依然很少將他們作為主體進行考慮
，而只是從“城市人”本位的角度出發對農民工們進行“管理”（傑華2006：47）。需要注意的是，
中國城市的農村婦女並不全是“打工妹”。“打工妹”主要指那些外來的為其他人工作的女孩子，她
們大多年輕且單身。而除了“打工妹”這一群體之外，還有一些年紀稍長的農村女性，她們大多已經
結婚並且育有小孩，但現在並沒有針對這個群體的專門辭彙。這些已婚的年齡稍長的農村女性和年輕
的“打工妹”，共同構成了中國城市中的來自農村的婦女整體（傑華2006：7）。關於性別對中國人口
流動經驗的影響，作者顯然認為女性與男性在生活經驗上是不盡相同的。傑華寫道：“中國農村的性
別關係和女性的遭遇是婦女外向流動的重要原因”（傑華2006：5），她同時認為“中國農村婦女在向
城市流動的過程中，可能體驗到了一種獨立於她們的父母、配偶以及其他權威形式的自主和解放感，
並獲得了更加開闊的視野”（傑華2006：5）。而且由於傳統農村社會性別的不平等，在繼承土地權的
時候，婦女比男性更加容易失去自己的土地（傑華2006：96）。在從鄉村向城市流動的過程中，農村
婦女遭受了許多不幸，但她們依然願意選擇離開家，可“事實上她們在這個事情上有任何選擇的機會
嗎？還是構成‘流動農村女性’的主體位置和經驗的歷史完全是由話語和話語所蘊涵的權力關係決定
的”（傑華2006：13）？作者對此回應道：“任何一種她們可以選擇的主體位置，對她們來說都在一
些方面很不合意。這就是被邊緣化和處在社會政治秩序底層的真正含義”（傑華2006：14）。這也就
是說，雖然農村婦女自己是具有一定能動性的主體，但是由於社會環境的客觀限制（如上文中提到的
失去土地等），留給個體的選擇實際上是非常有限的，而且也是不自由的（傑華2006：14）。從另一
個角度來說，選擇留在城市或許也是農村進城務工人員自身話語權的缺失所導致的一個後果。他們一
方面作為所謂“弱勢群體”喪失自己的主體地位，得不到屬於自己的話語權，即使有非政府組織提供
幫助，也實際上無法代表他們的根本利益（第二章）。另一方面又很快被城市的主流話語所洗腦，逐
漸認同了“城裏人”的看法（例如一開始說自己受的教育少，所以不會說話）。傑華作為一個中國社
會的“他者”，很好地運用了自己的身份，她擁有看待“異質文化”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從而揭示出
許多本土研究者當作天經地義而容易忽略的細節。比如第三章中“打工妹之家”成員春子的故事，就
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裏面辦手續環節的繁複雖然幾乎是每個中國人都曾經或多或少遇到過的
情節，傑華的記錄卻讓人直接聯想到卡夫卡式的絕望。參考資料：傑華.2006. 《都市裏的農家女——
性別、流動與社會變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3、杰华的这部社会学研究专著作为&quot;海外中国研究丛书&quot;之一，对漂泊在京的农家女进行了
深入的调查。虽然成书的时间是06年，它在时下飞速发展的中国仍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全书从打工妹
形象的主体建构、她们对地域的理解、对城市的评价、进城初衷的叙述及从中显露的能动性和反抗力
之间的矛盾关系四个方面展现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这群背井离乡的特殊群体在面对都市的现代性时
内心的转变。向城市的流动如何改变了这些女性群体的认同、身份、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她们的归属感
和处于社会中的位置等，都成为此书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在看此书之前，对这个群体的了解仅限于日
常购物时的接触，却从未想到处于异乡的她们是如此艰辛。官方建构的打工妹形象往往是成功的女企
业家，再或者是乐观向上前途光明的阳光女孩，哪管它许诺的只是遥不可及的未来。严格的户籍管理
制度，在加深城乡差距鸿沟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个歧视等级。城市人/乡下人的二元对立使后者入城
谋生如此之艰，歧视与侮辱的眼光无孔不入。打工妹作为乡下人处于大都市已感觉低人一等，更遑论
整个社会深入骨髓的男权中心文化。低薪酬，高强度的工作严重限制了她们的发展，类似保姆的工作
又容易遭受男雇主的性暴力。离家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一生不可多得的自由，却又进入一个不可预测未
来的樊笼之中。处在城乡的夹缝之中的这群人，既要面临成为剩女难嫁出去的威胁，又要面对一生困
于农田的苦痛，还要在父母和村人面前树立孝顺的女儿的形象，更要应对城市中各种潜在的危险。一
边是城市人的高高在上，一边是农村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这群漂泊者该如何走进这个她们向往
的都市？调查的结果是极少数女性留在了北京，多数人还是回到了农村。浮华之地最终成为她们终生
的念想，自由发展与改变命运也只是一个美丽而残忍的梦。流动在城市里的农家女，其命运究竟该何
去何从，令人深深忧虑。问题的症结不仅仅是地域、性别、教育、素质等问题，家庭、个体性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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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观念对她们的影响也应该被纳入讨论的范围。杰华从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出发，对处于都市的
农家女这个流动的弱势群体进行了诸多方面的研究。书中翔实的案例分析，作者亲和的人格魅力，严
谨的理论基础（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运用我觉得很深刻），都是可圈可点之处。但最为重要的内容，
即她们在回到农村之后，命运走向又将如何，这部书里并未作进一步的研究，让读者略觉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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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都市里的农家女》的笔记-第14页

        p12：不存在可以外在于特定主体位置的姿态和行为的单一主体。一个主体不是一个实体，甚至也
不是许多角色或位置的集合体，它更像是一些列行为、遭遇或存在方式。换句话说，一个主体就是一
段经验的历史。每一个经验与以前的经验都有所不同，然而每一个新经验也包含了或者打上了先前经
验记忆的烙印，并且也打上了如我前面提到的似乎是人类普遍追求的自我持续欲望的烙印，以及在过
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建立某种关联的欲望的烙印。

p14：人类的能动性（agency）完全是社会的和话语性的，但是人类的能动性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
这样的事实，即社会是有无数不同的、竞争性的话语构成的，而在任何一种话语中，都有许多种可用
的主体位置。话语赋予人们在这些不同的主体位置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但在话语、知识和权力之间
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系，以至于一些人可以比另一些人想象更大的主体位置范围，可以在更好的位置
上选择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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